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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本源与中国
智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高 煜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现在与未来新型开

放发展的新方向与新模式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一带一

路”倡议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世界市场蕴含危机属性，必然被新型世界市场所替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

针对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根本性质及由此必然导致的诸多困境，准确前瞻世界经济模

式的大转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包涵世界经济的未来模式及其基础上世界未来发展

的根本方向与目标。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当前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现实

路径，充分体现了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贡献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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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其中开放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

作为中国现在与未来新型开放发展的新方向与新模式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

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

内涵与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什么?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一带一路”倡议的作

用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必须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本源及其发

展的中国智慧。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本源

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

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P7)
从中可以看出，“六册计划”(及



其前身“五篇计划”)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虽然对于《资本论》在

“六册计划”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六册计划”的内容及实施等问题，国内外还存在不同的理解
［3 － 4］，

但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六册计划”的框架对于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以“六册计划”为思路，马克思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市场理论的系列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 一) 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基础

以大工业为表现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

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2］(P68)

( 二) 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关系

第一，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互推动。“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

件。”［5］(P126 － 127)“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

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5］(P264)
第二，以世界市场为形式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

趋势与特征。“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本身。”［6］(P391)
第三，世界市场的性质是

资本主义性质。“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7］(P470)

( 三) 世界市场的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功能

第一，世界市场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世界性联系。第二，这种联系不仅包

含生产和消费，还包含文化等精神联系。第三，影响这种联系的因素包括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分工

方式和联系程度等。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7］(P469 － 470)“建立了世界市场

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

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7］(P368)“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

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P24)

( 四)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危机属性

第一，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具有内在的危机属性。第二，这种危机属性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之中。第三，这种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市场的延伸与表现。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之所

以陷入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2］(P40)“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

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

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8］(P246)
除此之外，刘明

远(2016)等的研究认为，按照“六册计划”，马克思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理论还应当包括: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世界经济组织;全世界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经济

生活条件等内容
［4］。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内涵: 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市场的理论内涵，必须在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分析中进行。

新古典贸易理论首先由赫克歇尔与俄林(1933) 提出要素禀赋理论
［9］，并经萨缪尔森(1947) 标准化处

理
［10］

及 Ｒonald W． Jones(1965)的模型结构整合
［11］。其主要思想是，价格比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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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贸易可以使得所有人受益，其中市场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贸易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其核心思想

是市场机制通过推动贸易实现各国的经济增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诸多方面存

在着显著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框架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极大地创造物

质财富的事实，又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深刻揭示其内在的危机属性及导致劳动阶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

内在本质，从而将效率与公平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而新古典范式中以帕累托效率为思想的研究思路

尚无法将公平问题研究有机地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

第二，研究目的的制度演进指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核心，目的在于揭

示从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必然规律，因而其研究目的具有明确的制度演进指向。而新

古典范式传统上专注于市场机制中资源配置问题的相关规律的深入研究，而非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的

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的动态化特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由于以制度演进为研究指向，因而在研究视角上

具有自然的动态性特征，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及收入分配不公平视角

研究从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演进。而新古典范式传统上专注于以个体最优化决策为基

础的市场均衡研究，虽然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方法，但是其研究视角仍然是对市场机制本

身的静态化分析。

第四，研究视角的劳动者立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等视角全面考察人的发展，

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而新古典范式将对人的研究收敛于消费者、生产要素等的简约

化分析之中，专注于给定制度结构下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问题，而非在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发展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研究框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

经济学范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虽然都认

为贸易及其推动的世界经济联系是必然趋势，贸易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但是在许多方面存在根本

性差异:

一是贸易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分工方式和联系程度等是贸易

的原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基础上的价格比差异是贸易产生的原因。

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会造成劳动阶级的分配不

公平，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设定分配问题可以存在解决的方法。

三是贸易推动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具有危机

性质，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则未考虑贸易及其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四是研究立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世界市场的研究是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而其研究立场与视角体现着劳动者立场与视角;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则是从市场机制资源配

置角度进行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蕴含危

机属性，必然被新型世界市场所替代。而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可以自动

创造贸易以及其基础上的世界的经济增长。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国

际贸易理论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的根本差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关系

2016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 20 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指出:“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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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12］。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其实质是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关系，其内涵深刻地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主体的全面性。即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在参与主体上应当涵盖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是全世界，特别是应当全面包含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参与的全新的世界关

系。二是关系的互利性。即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中，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密切交往、相互依

存、相互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通过共同参与、多极架构、新型治理，实现各个国家之间

的互利共赢。三是利益的共享性。即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中，全球化发展的利益应当在各个国家之

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让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共享全球化

发展的利益，而不应只为少数国家、少数社会群体所独占。四是内容的广泛性。即“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应仅仅是人类经济共同体，而应当包涵更广泛的内容，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应当在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础上，涵盖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环境、气候等广泛而全面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全世

界通力协作，共同发展，推动全世界在上述各个领域实现广泛而全面的发展。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大转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其深刻的世界时代背景。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既

有经济全球化模式导致的各种问题凸显，发展陷于多重困境，世界发展正在进入巨大而深刻的全球化大

转型的时代。

1． 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困境 既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使得世界发展出现了四个重大的困境:

困境之一:贸易带动增长的作用明显下降。从图 1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1961—2016 年，世界贸易额

增长率总体下降，世界经济增长也总体下降，贸易带动增长的作用明显下降。

图 1 1961—2016 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经笔者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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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1—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经笔者计算得出。

困境之二:世界增长的严重的非均衡。一是增长速度的非均衡，二是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三是增长

利益的非均衡。在增长速度方面，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快，发达经济体平稳增长，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增长

缓慢。在增长模式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创新增长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化增长趋势形成了巨大差异。

在增长利益分配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利益更多地为发达经济体获得，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有限。

阿德里安·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5 年期间，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与要素禀赋相关的各国的

部门专业化模式
［13］。

困境之三: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的非公平性持续累积。全球化利益在各个国家内部，包括资本家等

高收入群体，科技人员、金融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体力劳动者等普通收入群体，贫困人

口等低收入群体等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呈现持续累积和自强

化趋势。

困境之四: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引发的非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既有全球化模式所产生的上述诸

多经济问题引发了包括国家及国家集团关系巨变，世界及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尖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

安全问题严峻，气候、环境、资源问题突出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广泛爆发。

2． 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转型 上述一系列问题突出地表明，世界发展正在进入巨大而深刻的经济全

球化大转型的时代。

转型之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生产力转型。随着传统技术、传统产业、传统经济等的增长的日渐

放缓以及以第三次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必

然地由传统生产力向以信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生产力加速转型，由工业化向信息化加

速转型，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型。

转型之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主体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以及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长期放缓，世界经济增长动

力的经济主体由过去长期依赖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单极驱动，向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作用的多

极驱动转型。

转型之三: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转型。在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

与近 20 年迅速发展的产品间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其中，基于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间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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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内分工的纵向分工形式，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体系;而

基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产业内分工的横向分工形式，则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分工体系。这

种分工体系是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各经济体非均衡增长的原因。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生产力转

型，新兴经济体在信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信息化、创新驱动等方面的后发优势与“弯道超车”，将推动

形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新型分工形式，推动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转型。

转型之四:世界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式转型。在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及其决定的收入分配方

式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产生了严重的非公平性。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

生产力转型，世界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必将出现转型。一是信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创新驱动模式的形成，使得创新成为经济利益分配主体的重要部分，这就为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经济利

益分配提供了基本前提。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扩大着公众参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渠道。三

是智能制造等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的方式与形式，进而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转型之五:世界经济的治理体系转型。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在既有生产力、分工体系、增长主体

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更多地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与推动。而上述的四方面

转型要求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向包含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型。

四、“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智慧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与创新

从以上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针对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根本性质及由此必

然导致的诸多困境，准确前瞻世界经济模式的大转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是包含世界经济的未来

模式及其基础上世界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与目标。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当前实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未来世界共同发展根本目标与全新模式的重要的现实路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

了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贡献的中国智慧。

(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智慧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蕴涵着中国智慧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合。

1． 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以大工业为表现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而“一带一路”倡

议充分体现了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基本认识的坚持。一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坚持生

产力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为前提，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及其基础上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坚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基础，提出更协调更广泛

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14］
这与当前逆全球化的主张与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2． 坚持世界经济中各国地位由其分工地位决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分工方式和联系程度等决定其在世界分工的地位。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通过改善分工地位提升参与水平。习近平指出:“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塑造更多

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12］

3． 坚持世界发展是包含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广泛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世界发展是包含经

济、文化等在内的具有广泛内涵的发展。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包含了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环境、气候等各个广泛领域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包含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在内的“五通”的全面发展概念。

4． 坚持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由资本主义推动的世界市

场的性质决定它的危机属性，因而不可持续，而未来必须实现新方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正是在坚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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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准确判断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困境及大转型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其重要的实施路径。

( 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智慧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在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在结合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更蕴涵着中国智慧对于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的创新发展。

1． 创新性地提出了生产力转换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 在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是世

界经济发展动力的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技术、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了生产力转换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的创新论断。从而在生产力决定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上，发展出生产力转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转换的新认识，发展和丰富了生产力与世界经济关系的

认识。

2． 创新性地提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升级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

分工决定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未进行

深入论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指出了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升级的路径，即开放、创新、改革。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发展经济

为基础，实现西向发展;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在已有与东向密切的经贸往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

广泛的联系，最终实现与世界的协调发展。

3． 创新性地提出了世界经济治理的新观念、新内涵与具体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资本主

义世界市场的性质，但是对于其治理以及新型治理的涵义与路径并未深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了世界经济新型治理的理念———“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12］。指明了实现路径:“全球经济治理特别

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

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

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2］

4． 创新性地明确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目标、内涵与实现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新型世界

联系是世界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并未明确提出这一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中国在坚持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断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明确了其丰富的内涵。同时，通过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

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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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hinese Wisdom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the New Era

GAO Yu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s the new di-

rection and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 s new ope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reflects Chinese

wisdom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the world market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The core thought of the

world market theory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at the world market of capitalism nature contains the

crisis attribute，and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new pattern of the world market．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fun-

damental nature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exis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de，and looking forwar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mode，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flects the future mode

of the world economy，and，on the basis of which，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d the goal of the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Today，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aliz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fully reflects Chinese wisdom of the newly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era;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olit-

ical economics;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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